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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

王摇 猛
(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1)

[摘摇 要] 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慈善组织也不例外。 与古代相比,这时期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

特点,并开启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之路。 在转型过程中,慈善组织自身运行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同时,在政府与慈善

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从法律法规、监督管理、财政资金等方面给予慈善组织一些扶持,这加速了慈善组织的转型进程。 但

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也存在转型不彻底、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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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慈善事业古往今来就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承,作
为积德行善的具体实践,它是一种道德操守和实现

自我价值的外在体现[1]1592。 中国古代曾出现福田

院、安济坊、漏泽园、惠民药局、栖流所、同善会、惜字

会等慈善机构,古代慈善组织多以官办为主,注重物

质层面救助;及至近代,中国慈善组织较之古代呈现

出一些新特点,如出现了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民间

慈善组织取代政府成为慈善救助主体、善款来源更

具广泛性、救济方式和手段体现技术性、政府十分注

重慈善法制建设等等。 周秋光、林延光认为,中国慈

善历史以来已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晚清

到民国时期,是由传统慈善转向近代慈善;第二次转

型发生在 2008 年出现“全民慈善冶之后到现在,是
由近代慈善转向当代慈善[2]。 但在第二次转型中,
却出现了由“全面慈善冶到“全民问责冶的现象,引发

起社会各界的沉思。 那么,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慈

善组织是如何实现转型的? 对此,学界已有一定研

究:王卫平从慈善理念和慈善机构职能转变的角度

对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过程做了系统论述,认
为从观念来说,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人们开始发现

重养轻教的中国传统善堂较之西方国家教养兼施的

慈善机构有明显的缺陷,因之而提出了变革主张;从
实践而言,中国传统善堂逐渐扩大职能范围、创设新

的慈善内容,使传统慈善事业发展为近代慈善公益

事业[3]。 黄建圣、马宁则从运转模式、社会功能、慈

善理念、慈善内容等几个方面对晚清时期善会善堂

向近代慈善组织的转型作了考察[4]。 李茹研究认

为沿海地区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来源于社会力量的

自发推动,而长江上游地区的新式慈善事业几乎皆

得益于政治力量的推动,其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中

凸显出强烈的政治因素[5]。 周秋光、曾桂林围绕慈

善事业内容的多样化、慈善机构的多元化、慈善救济

区域的扩大化、慈善经费的多渠道、慈善救济手段的

技术化、慈善道德的多层化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

化进行了论述[6]272鄄299。 笔者认为,要研究中国慈善

组织的近代转型,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可回避、必须

论及:一是慈善组织自身怎么发展、其内部运行机制

如何实现规范化;二是政府在慈善组织的转型发展

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促进了慈善组织的转型。
本文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表管见,识者正之。

一摇 慈善组织近代转型的表征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疲于应对各种战

争赔款,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无力顾及荒政,传统慈

善救助渐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社会民众亟须救助。
与此同时,西方慈善思想伴随着传教士的宣教事业

渐入国门,部分国人开始研习西方慈善思想、探寻与

仿效新型救助方式,再加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以及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些慈善组织

如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华洋义赈会、中国



救济妇孺总会、中华慈幼协会、北京香山慈幼院以及

一些省级慈善总公所和救济院等纷纷成立,出现了

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昌盛时期。 据统计,仅上海一

地,1930 年前后就有各类慈善团体 119 个,绝大多

数创于清末民初[7]。 这些慈善组织与古代慈善组

织有了很大不同。
(一)组织架构的完备

在功能上,近代慈善组织可以分为募捐机构、实
施机构与协调机构三类。 但在形式上,近代慈善组

织以独立民间慈善团体为主,间有附着于其他社会

机构的慈善组织,官方色彩日渐淡化。 虽说中国近

代慈善组织较国外成立稍显迟缓,但通过自身努力

及借助国外力量,一些慈善组织还是建立起科学的

架构体系,组织架构相对完备。 这主要表现为慈善

组织建立起垂直的组织体系以及平行的管理机构。
垂直组织体系可以确保政令上下畅通,而平行管理

机构则可以使部门职责清楚规范。 以世界红卍字会

为例:从纵向来看,世界红卍字会在北京建立了中华

总会,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众多分会,甚至在国外也

零星地建立了一些分会,形成了庞大的总分网络;从
横向来看,会内设置了齐全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
并建立起管理制度。 香山慈幼院也建立了总分院

制,总分院体制下的总院组织分为四股,即总务股

(下设文牍课、注册课、统计课、卫生部、仪式部、考
试委员会)、教育股(下设编辑课、视察课、体育部、
图书馆、理化馆)、会计股(下设出纳课、核算课、资
产课)、检察股(下设稽核课、保管课、工程部)。 总

院是慈幼院的行政总机关和枢纽。 在总院之下设有

6 个分校:分别办理婴幼、小学、中学、职工、大学六

类教育[8]。
(二)管理体制的转变

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各慈善机构都针对不同救

助对象拟定了规章制度,其共同点就是充分吸纳了

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体现了科学管理风格。 像

董事制或委员制、会议制、分权制、选举制等近代文

明产物都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地应用在了慈善组织

之中。 如 1904 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时采用

的就是董事会制,后来大清帝国红十字会虽未奉行

董事会制但改制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仍重

新采用了董事会制,由半官方改为完全的绅办。 由

于理顺了体制,中西董事通力合作,会务工作出现了

兴盛局面。 熊希龄所创建的香山慈幼院也采用了董

事会制,他先是成立了只对园区事务负责管理的静

宜园董事会,后又成立香山慈幼院的议事立法机构

即香山慈幼院董事会。 而华洋义赈会、中华慈幼协

会则在管理体制上运用了会员代表大会制度。 中华

慈幼协会在内部领导机构层面由中华慈幼协会大

会、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以及总干事组成,各负

其责。 不管是董事会制还是会员代表大会制,传统

慈善组织都是不具备的,这是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管

理体制上的一个进步。
(三)机构职责的清晰

为应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争创伤,近代慈善

组织的救助事务异常繁忙。 因此,一些慈善组织充

分借助西方科学管理模式,对部门职责进行了界定。
《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施行细目》规定:红卍字会

设会长一名,总理该会一切事务;设副会长四名,辅
助会长办理该会一切事务。 会长之下分设总务、储
计、防灾、救济、慈业、交际六部分管各项事务。 部之

下又视事务之繁简酌设若干股,每股设干事若干人,
商承各本部主任干事办理各本股一切事务。 华洋义

赈会采用会员制,总会和分会有着相对明确的分工

合作,总会内设执行委员会、委办会以及总干事等内

部机构。 就组织架构来说,由会员组成的会员代表

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其职权包括“制定并修改本

会章程及办事大纲之权。 对于派有代表之各分会或

其他团体,或个人所捐助之赈款有自由处置之权冶,
只是“会章之修改必须要有各分会代表全体三分之

二之赞同方可有效。冶 [9] 执行委员会是总会常设性

事务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惟一的协商与

执行机构,其权力来自总会的赋予。 华洋义赈会成

立之初,委办会最多时达 8 个,分别是农利委办会、
查放委办会、移殖委办会、财务委办会、公告委办会、
森林委办会、章则委办会和花签委办会。 除前面提

及的议事机构,总会内还设总干事岗位,作为最高执

行机构,其下设有总会事务所及征募股、农利股、工
程股、稽核股、总务股和驻宁、赣、沪、皖事务所。 总

干事“统理全会事务,对内为事务员之领袖,为委员

会与事务部间往返接洽之人员,对外为事务部之代

表。冶 [10]以上是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内部的机构设置,
明显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执行和决策分开并且执行机

构向决策机构负责的模式。 在执行机构内部又实行

比较典型的现代科层制,首长负总责,下属职员有明

确的职权界定且工作中向首长负责。
(四)宣传方式的转变

考究近代慈善组织,它们无论是从筹备设立到

经费筹集,再到会员征集、后续管理都充分借助了宣

传媒介的力量。 如华洋义赈会为推广农村合作事

业,就创办了《合作讯》进行宣传,其宗旨是“传达合

作信息,普及合作思想,提倡合作事业,改善农村经

济冶 [11]。 在经费筹措方面,华洋义赈会则更是用足

了近代历史上的发明创造,不仅在知名报纸上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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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劝募广告,还经常在城市电车、公共汽车等载体

上刊登劝募广告。 1904 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

后,为了尽快募集捐款,3 月 29 日,由吕海寰领衔,
盛宣怀、杨士琦、李经迈、沈敦和、施则敬等人联署的

《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 (即元电)向全国各

省发出,要求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开展救护和赈济工

作。 元电发出后,立即得到全国各省督抚大员的热

烈响应,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愿意捐款或先行垫款。
与此同时,社会各善会及报刊也纷纷发布文告公启,
倡导社会民众援助红十字会工作。 3 月 25 日,杭州

协德善堂在上海《申报》刊发《筹劝东三省救劫义捐

启》,呼吁各省善堂协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筹募捐

款,“共襄盛举冶 [12]。 从 4 月 10 日起,《申报》又多

次刊登《劝捐万国红十字会经费启》,动员“寰中义

士,海内仁人,各解囊金,拯民水火冶 [13]。 这些助赈

宣传不仅能在短期内募集相当的救济款项,也使国

人加深了对于红十字会事业的认知并参与其中。
(五)经费来源的多元

“凡事进行,非财莫举冶,“筹赈之难,莫难于筹

捐冶 [14]。 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丰盈充裕的经费,
故筹集善款、广辟善缘就成为近代各地慈善组织面

临的首要问题。 作为民间组织的慈善团体,其经费

主要是靠社会各界的志愿捐赠、自有资产的经营性

所得和政府的少量补助。 晚清时期红十字会的经费

来源主要有社会捐赠、会员会费、政府拨款以及创立

者垫款,其中以社会捐赠最多[15]。 据《世界红卍字

会中华总会施行细目》规定,红卍字会的经费来源

有会员入会费、会员特别捐、补助费、劝募四类,但在

实际运作过程中,不管是总会还是各分会的经费来

源都是形式多样的。 周秋光等人的研究将红卍字会

的经费来源分为会员会费和捐助、社会募捐、团体互

助、政府拨助、实业自济五个大的类型,其中社会募

捐的形式多样,诸如通过私人请托、义演、义卖、博览

等形式取得的款项都可归之为社会募捐[1]686。 华洋

义赈会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国内外的募捐所得,从数

额来看,国外的捐献资金占相当大的比重。 其在国

内的募捐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刊发劝募广告、举办

游园会、散放贮藏罐、销售慈祥花签、实行年捐、设立

专项基金以及召开劝募茶会等[1]559。
(六)监督管理的规范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条件。
要维持良好的公信力则必须做好监督管理,而监督管

理的核心就是要做好善款善物的分配与使用,把善款

善物真正用到亟待援助的社会弱者身上。 上海万国

红十字会曾举丰裕洋行葛雷为收支人;中国红十字会

万国董事会成立时,举正金银行倪玉和慎裕号朱葆三

作为会计员,经手各种开支。 而且“红十字会财政历

由会计总董施子英(则敬)观察主持冶。 另外,红十字

牛庄分会还特别规定,“总董文案及管理银钱者兼为

查账董事,账目至少月查一次冶 [16]。 红十字会除定期

将所收捐款及衔名登报向社会公布外,还将每年的账

目也造册公布,而且在召开会员大会时还得向大会报

告经费收支情况。 世界红卍字会将赈灾分为报灾、查
灾、劝募、放赈、征信等五大基本程序,赈灾款项发放

程序十分严密。 在经费管理方面,世界红卍字会还引

入了预算、决算制度,使经费管理具有现代性和科学

性,预算保障了经费运用的有序性和规划性,而决算

使经费运用得到有力监督,从而保障了财务账目的透

明度和经费运用的有效性。 会议议决、会长认可、各
相关部门制定用款计划三者相结合的制度,既可以防

止个人擅用职权、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又可以使经

费使用科学合理,从而使有限资金能够发挥出最大绩

效。 其时,地方慈善团体如昆明慈善会也制定了一些

监督措施,如《昆明慈善会产业基金保管委员会简

章》第四条规定,“本会对大会附属慈善机关之产业

基金有监督保管之责,其范围如下:(1)关于大会暨附

属各类慈善机关之出纳统筹审查事项;(2)关于产业

基金之整理调节支配事项;(3)关于产业契据保管事

项;(4)关于基金租息之增减及每月收支之稽核事项;
(5)关于经收租息人员之进退奖惩及考核事项;(6)
关于统计报销事项;(7)其他关于慈善性质之筹款

事项。冶 [17]

二摇 慈善组织近代转型的政府扶持

政府与民间组织边界清晰、相应法律制定也是

中国慈善组织近代转型的重要表征。 按照蔡勤禹的

观点,近代国家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此强

彼弱、此弱彼强的曲线博弈态势[18]。 慈善组织作为

近代民间组织一大类别,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体现

出这么一种对应。 在这种博弈中,政府一方面加强

对慈善组织的管理与控制,挤占其 “自由活动空

间冶,但另一方面又在慈善组织的法制建设、监督管

理、财政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 政府对慈善组织采

取的一系列举措既推动了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

又成为中国慈善组织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一)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清政府通过编

纂、修订会典及其事例,收录了大量有关慈善事业的

诏令与事例,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慈善法律制

度,主要涉及慈善机构及其救助对象、慈善经费保

障、慈善组织监管、旌奖慈善行为四个方面[19]48鄄51。
到清末时期,清政府在修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草

拟或者颁行的新法案中,有一些内容涉及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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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慈善团体,如《结社集会律》、《城镇乡地方自治

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京师习艺所试办章

程》、《劝学所章程》、《印花税办事章程》 [19]64鄄67,这
些法律文件中对慈善团体的成立核查、业务范围、监
督管理、优惠待遇等问题进行了规定。 到民国时期,
有关法律条文更是增加了很多。 据统计,民国北京

政府颁布了 6 项涉及慈善事业的法规,1927 年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的慈善法规大约有 20
项。 民国时期慈善法规涉及三个方面:

1、慈善捐赠的褒奖法规。 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后,相继颁布《兴办水利防御水灾奖励条例》、《捐资

兴学褒奖条例》、《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
《捐资举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对以

私财捐助办理水利、教育、公共卫生及救济等慈善事

业的民众和社会团体,按捐数之多寡订立褒奖之等

差。 三十年代初,由于各省灾荒频仍,为鼓励慈善救

济团体募集赈款,协力赈灾,国民政府还公布实施了

《办赈团体及办事人员奖励条例》、《褒奖条例》、《颁
给勋章条例》及其施行细则。

2、慈善组织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南京国民政

府 1930 年公布的《土地法》、1938 年出台的《遗产税

暂行条例》、1943 年制定的《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

法》和《所得税法》以及 1945 年公布的《遗产税法》
等分别对慈善组织在土地赋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所
得税税收激励、遗产税征收对象、征收办法及税率、
遗产捐赠的优惠免征税额等进行了规定。

3、监管慈善团体的法规。 民国北京政府制定了

《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及其施行规则,这是民国时期

中国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法规,也是第一部监督

慈善组织的单行法、专门法。 为进一步加强对慈善

组织的管理,1928 年 5 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

布了《各地方救济院规则》,10 月又制定了《管理各

地方私立慈善机关规则》。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

正式公布《监督慈善团体法》,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

有关慈善事业的基本法。 该法颁布后,南京政府推

动了传统善堂善会向近代慈善团体的组织变革,并
进一步规范引导慈善救济事业的转型与发展[20]。

(二)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

除制定上述监管慈善团体的法规外,政府还采

取了一系列行动对慈善组织施加监管。 民国北京政

府时期,政府享有对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人的任免权,
并对红会负有维持、保护、监督之责[21]。 中央政府

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经

济监督;第二是红十字会救济行为监督。 《中国红

十字会条例》第 5 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之资产及

账簿,得由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各就所管事项随

时派员检查冶;第 1 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依陆军

部、海军部之指定,辅助陆、海军战时卫生、勤务并依

内务部之指定, 分任赈灾、 施疗及其他救护事

宜。冶 [22]《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也规定红十字会“在
战时应遵守本国海、陆军部定章,及临时军司令官命

令冶。 1914 年红十字会救护山东青岛的兵灾时,山
东分会就曾出现销售红会旗帜会章等违反国际公约

事件,终遭陆军部严令查办并予整顿。 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后,鉴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总会、会长、章程以

及管理制度等都不再适合新政府管理的需要,随即

对慈善组织包括人事和制度等进行全面整顿,使得

慈善组织官办的色彩渐渐明显。 1933 年 6 月 3 日,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内政部长黄绍竑、
外交部长罗文干、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

联名以训令的形式颁布《 <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

条例 > 实施细则》。 总会以内政部为主管官署,并
受外交、军政、海军三部之监督;分会隶属总会,以所

在地地方行政官署为主管官署。 又规定总会之理事

及监事,由部转呈国民政府聘任。冶 [23]

(三)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财力支持

当慈善组织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救护时,经费

往往不敷使用,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即会鼎力相助。
1913 年和 1914 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癸丑之役冶和
青岛兵灾时,袁世凯即命财政部拨款 2 万元,各省将

军、巡抚也捐助数万元。冶 [24] 在实际救护过程中,济
急善局也得到了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凯曾

帮该局垫发银五千两、盛宣怀帮该局筹垫规元二万

两等等[25]。 1921 年,香山慈幼院因为经费困难几

乎陷入停顿,时任大总统黎元洪饬令国务院转咨财

政部从盐余项下每月拨给 13000 元以充常款[26]481,
这成为香山慈幼院的重要经费来源。 自此,香山慈

幼院才从困境中解脱出来,逐步走上发展之路。 随

着香山慈幼院的快速发展,其经费支出也自然激增,
仅靠部拨盐款显然不能维持慈幼院的正常运转。 自

1923 年始,除部拨盐余常款外,香山慈幼院还有其

他的政府性资金支持。 如因办理感化院颇有成效,
司法部乃将北京所建之感化学校委托慈幼院一并办

理,从 1923 年 9 月始,每月由财政部拨给 1700 多

元;由于慈幼院连年受到政治与时局的影响,部拨常

款常未及时照发,而且所存公债息金亦未按时领取,
故自 1925 年后,熊希龄与财政部交涉,由财政部将

江海关监督署应解缴部的上海码头捐每月 3000 元

转拨慈幼院,作为抵补公债利息与积亏款项[26]481。
尽管政府为慈善组织提供的财力支持可能不是持续

性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巨大,但这确实为慈善组织开

展救助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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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摇 慈善组织近代转型的思考

晚清以降,中国慈善组织的内外运行机制及其

与政府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善堂善

会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逐步趋向衰落或者废弛,取
而代之的是以西方为蓝本的近代新型慈善组织,这
些慈善组织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调适、传承与革新,最
终完成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但中国慈善事业

的近代化转型不尽彻底,同时还呈现出地区发展的

不平衡性[6]299。 如晚清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善堂善

会就仍是对传统慈善事业的延续,明显滞后于同期

沿海、长江中下游以及京畿地区慈善组织的近代转

型进程[5]。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中国数千年来是一个以农业为本位的国

家,其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体系都具有强烈的凝聚力,
传统的慈善组织和慈善理念也在千余年的发展进程

中聚积起深厚的底蕴,影响和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

各个阶层、各个层面,具有相当的稳固性。
二是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 中国慈

善组织的近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慈善思想

和理念、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

教会组织在沿海地区、通商口岸建立慈善机构,西方

慈善思想流布广泛,直接可为当地慈善组织的近代

转型提供蓝本,而且这些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萌

芽早、发展快,又可以使更多工商业者有资本参与到

慈善事业。 而这些恰恰是内陆省份和地区所匮乏

的,其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进程自然赶不上沿海发

达地区。
三是慈善组织虽然能够弥补政府在处理社会问

题上的不足,但民间组织的非政府性、自主性和受到

近代西方民治思想影响,又与政府存在着矛盾关系。
民间组织经常受到政治干预无法表现其自主性。 这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文化

当中,没有社会独立于国家并获得不受国家干预的

自主权这种观念冶 [18]。
近代中国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时期,

都是在政权衰弱情势下被迫让渡出部分公共空间,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重建政府权威,在“以党

治国冶体制下,政府随时会越过无形的边界,侵吞民

间公共领域,对民间组织进行干涉控制、镇压取

缔[18]。 如南京救济院成立之前,南京市政府社会局

就先后改当时的社会慈善组织育婴堂为育婴院,改
济良所为妇女救济院,将晚清以来由官绅合办的救

济机构普育堂归属于社会局。 1929 年 5 月,社会局

又正式将普育堂、乞丐收容所、济民所、救生局四个

主要慈善机构合并,改组为南京市立救济院。 从此,

南京救济院开始以南京市社会局在救济方面的附属

机关的角色实施各种社会救济活动[27]。
总体看来,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

慈善组织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

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在晚清和民国社会

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慈善组

织通过开展各类救助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弱势

群体的生存环境和基本生活条件,缓和了社会矛盾,
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慈善组织

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实现了由

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在晚清和民国社会的结构性

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维持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制度崩溃,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完

全确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逐,最终演变成为中国

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之一。 以上海为例: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抗战开始,上海地区遭受的战火

接连不断,战争使企业破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
会动荡不安。 与此同时,移民和流民涌入,造成人口

的持续增长,就业人数的连续下降,引发社会问题的

频繁出现。 政府根本无力全部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通过非营利的民间

社会服务组织,来承担整合困难群众及边缘化社会

成员的职能。 慈善组织作为民间的救济机构,他们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供各种形式的救济,在社会救

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年有大量的贫困人员

得到慈善组织帮助[28]。 据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发表

民国十六年慈善事业统计:
查各该事业,以施医、施药、施米、施材、掩埋等

为最巨,施医共六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二号,施药共

值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六元,设义务学校共二十五校,
学生四千六百七十七人,兹将统计列下:衣食:施衣

31466 件,施米 3648. 3 石,施粮人数 11172 人,银数

13223 元。
医药施医 67 人,施药 89686 元,种痘 15807 人。
救济:救济难民 1694 人,1244 元。
教养:收养贫病 3734 人,收养贫儿 511 人,义务

教育校数二十五,学生 4677 人,习艺所四所,学徒数

215 人,教养游民 120 人,留养迷拐妇孺 358 人,留
养妇孺 587 人,养老 213 人,残废 207 人,疯人 330
人,保产 48 人,育婴 1424 人。

掩埋:捞尸 441 户,施材大 3516 具,小 11656
具,掩埋 36479 具[29]。

另外,慈善组织的行为还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上海的慈善组织在一次性募取大量的资金,或建立

基金的时候,把不少的资金投入到近代工商业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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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融机构中,既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又
对企业给予了财力的支持,使其得到发展。 同时,慈
善组织的救济活动,如施衣、施米、施医、施材及留养

等,给市场提供了契机,大量物品的购入,促进市场

繁荣。 工厂的工人有工作可做,失业人数会减少,购
买力增加,这些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近代中国慈善组织通过开展各类救助活

动,有效改善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和基本生活条

件,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

协调、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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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in China

WANG Me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Changsha 410001, China)

Abstract:摇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including the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Com鄄
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there are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belong to the modern philanthropy organiza鄄
tions. It opened the door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became in鄄
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constantl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lso provided some laws
and regulation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financial support to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It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is not
complete,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is really imbalanced in differ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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